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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环境污染问题是困扰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江苏省无锡市对水环境污染的治理有其自身的特色和成功经验。在水环境污染治理上，“智慧模式”对于传统模式来说所体现出自身的优势。研究和总结无锡市治理水环境污染的经验和不足，无锡在治理的做法上有许多“智慧”成分，并关注智慧化的发展，已具备构建“智慧模式”的基础。通过对无锡市的分析，在治理技术与手段、主体与结构、权责分配以及制度安排和模式构建等方面提出构建水环境污染治理的“智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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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mart Mode" Building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Wuxi as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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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water pollution is troubled by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uxi Cit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o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is paper,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smart mode" for the traditional model who embodied the advantages of research and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and lack of control in Wuxi City water pollution, and found that the practices of governance in Wuxi has many " smart "component, already have to build" smart mode "basis. By analyzing Wuxi,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wisdom of water pollution govern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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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和发展离不开水环境，其围绕着人类生存空间，包括自然因素和有关的社会因素的总体（此块删除）。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工业废水、生活废水、油汽泄漏、蓝藻爆发等[1]。城市供水是安全的“命脉”，威胁到水安全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若应对不力，将对人们的生命安全、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产生严重影响。水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给人们敲响警钟的同时，也让人们进一步思考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需要通过对水污染的预测、预防、控制、处理，达到避免、减缓危害和弥补损失的行为过程来进行治理[2]。
1   水环境污染治理文献评析

国际上，对水环境污染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管理体制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总结有3种：以地方行政区域为基础但不排除流域治理的治理体制，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按水系建立流域机构以自然流域治理体制为基础的水污染治理，以欧洲部分国家为代表；按水的不同功能对水资源进行分部门治理的治理体制，以日本为代表。二是从治理方法与工具方面进行研究，一些行之有效的水污染治理的方法和政策工具如通过制度生态经济的概念框架对水污染治理的一些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3]。三是相关政策的研究，如可交易的许可证政策，在封闭的海域减少水污染的政策工具，评估引入日本流通许可证水污染防治[4]。 

我国在2008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将“水污染事故处置”作为单独一章，规定了水污染的应急处置，明确提出政府应当为水环境质量负责。提倡工程整治和科技推广的洱海经验[5]、江苏盐城的“清水走廊”三年行动方案、松花江重大水体污染事件的经验教训，学者对治理经验的研究都给水环境污染治理带来有益的启示。对污染风险的研究，如基于蒙特卡罗模拟的河流污染事故的风险模型的推广形式，计算污染的可能性，并评估污染的输出影响水污染的风险等级[6]。

智慧城市在创新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 [7]，水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智慧”研究。“智慧”一词不仅代表着数字、生态与智能[8]，也代表着合理性和科学化，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综合能力，包含有感知、思考、辨别、分析等多种能力，充分协调人、事、物、社会的关系，并注重现在、过去和将来的全过程发展。“智慧模式”的治理相对于传统的水环境污染处理来说，具有诸多的优势，如表1所示。无锡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北倚长江，南濒太湖，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全市共有大小河道3 100多条，无锡典型的水环境与其特色做法使本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表1 传统模式与智慧模式的主要区别
	
	理念
	主要方式
	主要技术
	手段
	人力资源

	传统模式
	环保与污染减排
	危机应对管理
	生物化学减污技术、清淤活水技术等
	人工巡察与自动监测相结合
	人员总数多，操作工、技术工、巡逻工等

	智慧模式
	智能化、包容性和可持续
	生态平衡发展和全过程管理
	物联网、智能电网、无人机、云计算等
	自动监测与智能互动处理相结合
	人员总数少，以科技人才为主


2   无锡水环境污染治理经验与问题分析
2.1   水环境污染治理的经验

无锡市通过颇具特色的水环境污染的治理，为地方水环境持续好转奠定基础。2013年全年完成梅梁湖生态清淤130万立方米，“引江济太”全年累计引长江水22亿立方米，增强水体自净能力；突出“一城、一岛、一带、一园”四大新载体建设，成为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市”；组织44家企业开展行动，年减少污水排放量3.1亿t，部分单位实现污水“零排放”。近年来，无锡主要河流的水质正在逐渐好转（如表2）。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无锡市6个主要饮用水源地——沙渚、锡东、澄西、小湾、肖山湾和横山水库水质全部达标，全太湖总体水质符合Ⅳ类标准，单独评价指标总氮浓度逐渐下降（如表3），治理颇有成效并具有特色经验。

	
	Ⅱ~Ⅲ类
	Ⅳ类
	Ⅴ类
	劣Ⅴ类

	2011年
	9
	47
	26
	18

	2012年
	15
	50
	15
	20

	2013年
	18
	50
	15
	17

	2014年
	9
	56
	15
	20


表2  2011—2014年无锡区域内主要河流水质类别比例        %

注：数据来源于无锡市环保局

表3  2014年7月—2015年4月太湖单独评价指标总氮浓度标准
	
	2014年7月
	2014年8～10月
	2014年11月～2015年4月

	总氮浓度标准
	劣于Ⅴ类
	Ⅳ类
	Ⅲ类


（数据来源：无锡市环保局）

（1）落实危机治理实效。危机治理是对自然、人为等综合原因导致淡水污染而引起的危机事件进行治理。治理内容包括危机的预测、预警、应急处理、修复、舆论引导等。2013年7月14日，无锡市在30小时内妥善处置沙渚水源地附近发生的沉船柴油泄漏事故。沉船受台风“苏力”影响，于2013年7月14日上午6点左右沉没形成长约200米、宽约150米的油污带，距离沙渚水源地约2 500米，距离南泉水厂吸水井仅300米。太湖办例行巡查发现事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南泉水厂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副市长担任组长，由太湖办主要负责人负责指挥。水利、海事部门负责安排清淤公司和专业潜水员封堵油箱排气孔；海事、环保、水利和市政部门调集吸油毡在事发水域进行吸油，至次日中午已基本无油花。海事部门用不到18个小时就将沉船打捞上岸。其后，环保部门加强加密水源地水质监测，安排环境监测船全天每隔2小时进行采样分析上报水质；市政部门根据检测变化调整制水工艺，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

（2）创新常态治理制度。常态治理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日常的水环境生态治理以防治污染，治理内容包括生态清淤、污染防治、综合治理等。无锡市在常态治理中运用河长制，即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分管河流的污染治理的水污染治理制度。“河长”是第一责任人，要对所属水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水质达标负领导责任。水环境质量的考核得分，是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对水环境恶化、考核得分靠后的严格实行‘一票否决’。无锡市惠山区实施了“河长制”管理保证金制度：“河长”按每条河道个人缴纳3 000元保证金，在年初上缴区“河长制”管理保证金专户，根据最终考核结果，水质好转实行全额返还并按保证金额度的100％奖励；水质维持现状的实行全额返还；水质恶化则全额扣除保证金。2013年，无锡继续更新河长名录，建立河长约谈制度，加强河长水环境治理责任。河长办按照“一河一策”，加强水环境治理，并组织开展河长制志愿者活动。

（3）开展模拟治理演练。模拟治理对真实水环境污染治理的虚拟认识或对真实污染治理过程的虚拟演练，治理内容包括污染治理模拟演练；清淤方法虚拟化操作；网络模拟治理技术成效等。无锡政府积极推动政府间的模拟治理协作，如2014年11月，由江苏省环保厅和无锡政府联合主办的沿江8市长江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南京、镇江、扬州、常州、无锡、泰州、苏州和南通等相关部门共同进行应对流域性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应急演练，提升保障长江江苏段饮用水源地的环境安全的能力。演练现场模拟的场景为位于长江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上游的奥德费尔嘉盛大码头输送甲醇物料的管道发生泄露，危及沿江地区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演练有效锻炼了沿江8市处理水环境污染事件的整合协作能力。

2.2  水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分析
（1）未充分利用物联网优势。物联网在技术上，依靠传感设备、物体感应芯片、智能嵌入技术、纳米技术等高科技，在形态上，将“人与物”、“物与物”以互联网状形态连接，各单元形成多角度的双向互动；在运行上，按照约定的协议收集静态、动态的属性信息，自动进行信息交换并进行反应操作或反馈；在功能目的上，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在水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中，物联网的优势特征不仅能使信息共享和分析更加快速有效，也使各主体的行动更统一和准确。应急装备建设、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建设与物联网相衔接，使其专业化、智慧化。无锡市作为国内物联网发展的前沿阵地，虽然采用了自动监测站等方式，但并没有将物联网的功能充分运用到水环境污染的治理中，其原因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不够成熟，对其安全性无十足把握，且物联网与其他产业和政府的管理结合还不够紧密。
（2）公众参与积极性不足。在水环境污染治理时，对公众的调动力度不大。公民社会要求公众关注公共生活，水环境污染作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需要公众的参与。要依法加强对散布谣言、虚假信息的监管力度，对谣言散布者要严厉打击。公众参与有利于舆论引导，可以有效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降低事件的扩大化的几率。公众的认识度提高，了解水环境污染的危害，对水环境污染的源头控制有益。需要加强社会动员机制，在治理的力量上，要从以政府为主，向全社会共同应对转变。必须进一步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和更新工作，在全面开展风险隐患评估的基础上，增加人员疏散撤离、公众饮水安全应对等分预案，明确各阶段的责任、措施，真正把与公众相关的预案做实、做细。完善无锡市统一的应急资源调度机制，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救援的补偿机制。在进行此类治理时需要进一步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3）多头领导，无法统一意志。水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治理涉及多部门或多地区政府领导的情况，导致治理的复杂化。水环境污染往往发生于地方，而资源大多在中央，治理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地方政府既需要自身决策，又需要接受上级的指令，政府层级间的博弈导致反应慢、资源的浪费、信息闭塞等现象，不利于治理。即使在一个行政区域内，其供水、排水、排污、水质的管理分别属于城建、公用事业、环保等多个部门。如太湖的管理组织也有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等，客观存在着多头管理的问题。
3   无锡水环境“智慧”治理的基础

（1）“多方位”的治理能力。预警能力即根据以往的经验或观测的信息，发出预警信号。无锡能及时地搜寻各种信息，对水环境污染爆发的主要因素、级别以及牵涉到的人群作相关的分析，并根据信息作出相应的预警。反应能力即当污染发生时，主体在第一时间决策出应对方案和解决措施。反应的快慢很大程度影响着损失的大小，关乎着人的生命健康，把握治污的最佳时间。应急联动能力，即各主体能够在统一意志下联合行动，综合应急服务的各种资源。在治污过程中，各主体间信息共享，相互监控和反馈，对治污提供综合服务。反馈能力，即将人员、事件状况、物资等信息返回决策和控制部门，对治理的原始方案进行更进和修改，使治理的方案更适合实时的情况。水环境污染事件的实时反馈，利于执行过程的有效控制，避免出现较大失误。

（2）“整体性”的治理体系。罗伯特·D·帕特南论证超越社会分裂而依水平状态组织的自愿社团更可能培育较广范围的社会合作[9]。支持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履行环境责任的状况与企业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10]。无锡整合多方行动，水环境污染治理边界已向其他主体开放，减少政府的运作成本，增加沟通渠道，强化资源整合，利于更好地社会动员。信息流节点之间需要通过信息链作为纽带进行整体性联结，通过建立规范的信息处理机制，优化信息流动，整合信息资源。无锡市信息链传递技术较强，畅通的信息在政府内部之间、政府与政府外部之间的交互。“整合式”的政府行政区模式，地方政府治理时突破行政区划，在共有利益价值导向上拥有国家治理理念中的整体观念，有利于应对水环境污染的跨区域爆发以及扩散和复杂的形态。
（3）“合理化”的治理制度。在组织制度上，无锡市政府治理的职权划分合理。治理过程中，部门间合理分工，治理事项减少重复执行，基本做到每个事项均有部门负责。在常态化的治理中，设有专门的机构，包括无锡市太湖办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当水环境污染危机发生时，能及时成立特别小组。纵向上的层级结构和横向上的功能分工，形成矩阵式的管理形式，组织的运行过程通常有制度化的运行标准和方式。监督制度完善，问责到位。无锡市出台了问责制度，在对结果问责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事前和过程的问责，“河长制”加强了政府领导对水环境质量的重视，使治理有相应的事前防范和常态化的治理，政府承担责任的态度减小了水环境污染势态的扩大化。在问责的过程中，问责的时间范围和行为范围也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使责任追究具有实际意义。

4   水环境污染治理的“智慧模式”构建
水环境污染的治理是公共治理中的重要一部分，有规律可循，经验和范式的支撑有利于对问题进行化解与良性转化。受智慧内涵的启发，总结无锡在水污染治理中“智慧”成分和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水环境污染的治理也要走向“智慧模式”。
4.1  治理技术与手段

物联网平台在水环境污染事件处理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的优势，对水环境进行实时的数据传输和信息反馈，进行自动预警，并将信息传递到各个相应的治理主体，畅通水环境污染现场通讯联系，才能确保现场处置高效有序。物联网能为水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可视化的实战指南，形象且易操作。事故处置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根据物联网提供的实时数据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并充当现场联络员的角色，及时将处置事故的进展等情况上报给领导部门，以便审时度势、科学决策。要以水环境污染治理的需求为导向，其技术的更新、产品的开发重在急需的环节。物联网要在前期投入和建设的基础上，为后期提供技术支持和运营服务，防止建设与运用的脱节。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原先平面的网状结构向多层次的立体网状系统发展；突破部门专网，使信息能为水环境污染的治理服务。物联网的体系架构与关键技术，与治理的重要环节契合，并与治理过程的节点对应，都是围绕感知、互联、应用的路径操作。图1形象地描述了物联网在水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image: image1.jpg]YRR

AR Em, eaEmm, SER.
R4 StaRA, ESEEbY

Pl

VIGAR)  ROID, fomse, GPS. eSS,
RS Bk SRRSO





图1  物联网关键技术及在水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功能
在重点发展物联网技术在水环境污染治理方面运用的基础上，结合发展和运用大数据驾驭技术、弹性立体化互联互通技术、无障碍精确定位预警技术、无人机技术、全面感知检测探测技术等，使治理更加智能，推动自治理及自愈的“智慧”治理模式发展。

4.2   治理主体与结构
水环境污染在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集权来调配大量的资源，因此，为了有效决策，政府必然要具有领导、控制、协调作用，但也需要其他治理主体的密切配合，形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局面。改变政府的封闭式管理，使政府、社会、市场组成互动智慧的形态。当然，在水环境涉及范围较广的情况，还可以增加区域性组织或国际组织的参与，建立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进行功能互补，节约时间与成本，提升水环境污染治理的能力。治理主体的增多意味着管理难度的增加，要让不同主体能在治理的过程中发挥效用，而不是制造混乱，需要对各主体加强水环境污染治理知识和能力的培训，提升治理能力和自律性。社会组织在参与水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中，要自觉接受政府的统一调度与安排；同时，给予治理主体法律保障，奠定其法律基础。
提升治理能力，还需要对治理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和设计，使其更加“智慧化”，形成以政府为中心、物联网平台为支撑、其他主体应急联动的组织体系和智慧化的结构性合作体系。其复杂的多层次治理体系需要打破现有的行政区划各自为政的模式，区域间形成多层级的网状沟通协调形态。结合水环境污染的特性，治理结构包括了多主体的参与和互动，并在物联网平台下形成互联，政府处于水环境污染治理结构的核心位置，其他治理主体呈辐射状分布，与政府形成互动关系。在政府部门中，形成综合治理的核心领导机构，其他部门中的治理相关部门做好应急联动的工作；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效果进行考核，并形成水平问责机制，加强其他主体及地方人大对政府的问责机制。治理结构在物联网平台支撑的基础上，既要使各部分能有效沟通、互相监督，又要形成聚合型的组织结构，使决策和信息快速传达，加强反应能力。治理结构如图2所示。
[image: image2.png]EREHEAK
T A N\
e Rif
v L
Fsinsf
st |





图2  物联网下水环境污染治理结构

4.3  治理的权责分配

对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各主体进行职能分配，使各主体明确各自在治理中的职责，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对水环境污染治理的职能具有明确的规定。政府在职能分配时，不能随意挤占其他主体的位置，造成职能的错位。政府要对其他主体进行授权或委托代理，授权是有效应对的基础和前提，使其他主体能够在治理的过程中有较强的自主性，并迅速调动自身资源[11]。治理主体多元化能进一步带动社会参与，使治理民主和高效。地方政府应提供各自发展地区相对应的制度环境，在其他主体薄弱的地区减少职能分配，使社会组织、媒体等其他组织有更多的精力发展自身的能力；在其他主体成熟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应放宽参与门槛，分配适宜的职能，增强政府在其中的宏观调控的地位。职能分配不能停留在组织层面，需要量化到小组甚至个人，使职能的配置明确清晰。职能分配并不是使所有的治理主体利益均等化分配，而是形成利益共同体，职能建构处于一个“智慧”系统中，并清晰界定边界。

职能分配需要与问责制相结合，减少出现权责不对等的情况，让治理主体有行使治理的能力的同时也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要建立相互监督机制，进行自主治理，减少或避免治理主体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政府要监督其他社会主体职权的行使，并进行相应的责任考核，提高其他主体行使职能的效果。各个部门在职能范围内有效执行，能使治理有序进行，减少不作为的情况；其他社会主体同时也要监督政府治理职能的行使，减少“政府失灵”的现象。

4.4  治理制度与模式构建
“智慧模式”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治理模式构建。水环境污染治理时，政府应能与内外部形成的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拥有完整的治理制度政策框架，并具备合法性基础，治理运行机制快速有效应对变化；应具备较强的预警能力、反应能力、应急联动能力、反馈能力等，并有效配置资源；应能运用较强的综合能力，解决水环境污染，实现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智慧模式”治理体制，是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与公民和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国家的体系，包括治理事前、事中、事后等各阶段和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及治理效果3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科学合理、相互协调的体制。
“智慧模式”治理模式构建主要围绕3个层面的系统构建：第一，加强支撑系统的构建，包括治理专项财政支撑，相关改革和治理内容、主体、手段等方面的政策支撑，治理各方面的制度支撑，物联网技术的支撑，人员分配和资源调配的支撑，形成完善的支撑体系。第二，加强过程系统构建，包括进行全过程管理，并且各个过程阶段需要相互协调，治理的各个阶段分布所需要的主体、手段、效果也需要形成系统，明晰相关目标。第三，治理体制建设导向多层次的智慧化治理系统构建，按照实际需求，超越行政区域的界限，加强建成地方层面的快速反应机制，区域层面的合作共享体系，国家层面的统一机动的有机整体。
“智慧模式”的构建有利于水环境污染的应对，对该类治理提供了模式与方法。随着的不断复杂化和多样化，治理理论需要不断更新，治理也需要不断改进。对水环境污染治理的研究，将有利于保护水环境，减少水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也有利于政府和公众更好地应对其他类型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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